
 

1教育機會差異在香港： 

現狀與研究議題評述 

摘 要 

教育機會均等這課題，在政治領域、教育政策

及學術討論均有重大意義，因這涉及最根本的社會

公正、社會開放以及民權問題。戰後香港教育發展

的里程碑，當推實行九年免費普及教育，在大多數

人均肯定和相信這項成就下，從而追求更佳教育質

素的同時，卻往往忽視了普及教育下不平等的現

實。尤其是在香港，一向的教育政策關注，均不在

「教育機會均等」這課題，故這課題也並未成為政

策和學術的重要議程。 

 

利用多項現成材料及過往之研究，本文旨在回

顧近年香港社會教育機會差異的情況以及各項相關

研究。儘管普及教育已經實行了二十多年，可是增

加了的教育機會卻並未意味教育機會不均得以消

弭，或這些教育機會得到公平的分享。事實上，在

香港目前的教育體制下，不同環節仍然存在著教育

機會不均的情況，這種不均的情況又特別是和階

級、家庭背景、性別等因素息息相關。 

 

回顧本地的研究，相比歐美地區以及台灣方

面，仍然非常零散和貧乏，今後本地教育研究的當

務之急，當在（一）探討教育機會分配差異的情況、

（二）剖析造成這種不均的成因，以及（三）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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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教育政策和改革對教育機會分配的直接和間接

的深遠影響。如何藉著教育機會均等的理念和理

想，探討現實中教育機會不均不公的情況和成因，

確認和掃除社會障礙，進而為減少機會不均不公提

供策略以促進社會公義，將是教育學者的一大重任。 

 

 

 

一、前言：教育機會差異研究的重要性 

教育在現代社會愈益決定著個人的前途和生活

際遇。那麼在各場教育（學校）競賽中誰勝誰負呢？

而教育機會均等或差異的問題，既是教育研究的重

大課題，也是公共政策的重要議題。1在戰後一段教

育增長的年代，教育機會的普及每被視作為提高個

人機會、消除貧窮、促進社會平等和開放的途徑。

故寄望普及教育及其他一些教育改革如補償教育、

積極分歧待遇、非隔離化、混合能力教學法、綜合

學校和共同課程等措施為打破世襲社會（ascription 

society），邁向績效制（meritocracy）和成就社會

（achievement society）的方法。可是普及教育本身

能否實現機會均等的理想？「人人受教育」是現實

抑或只是迷思？增加教育機會又能否消除社會不平

等呢？這些教育改革的成效又如何呢？由此而引申

出來的研究課題便包括教育機會分配的差異狀況、

這些差異的成因，以及其結果和影響。2 

 

就社會學的關注而言，對教育機會分配差異的

研究則有下列重要之理論問題。首先，究竟學校作

為社教化（socialization）和選拔分派（selection）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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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它能否作為一個公平的篩選機制？篩選的標

準又是否趨於公平和績效化（meritocratic）呢？教

育相對其他世襲因素，又如何決定個人的教育成就

和社會地位呢？其在「出身－教育－成就」的鏈帶

中，教育又扮演什麼樣的中介角色？是否如功能學

派所言，擇優量才而錄，打破世襲因素如階級、性

別和種族等的隔閡，促進社會開放；抑或反而如衝

突學派所言，是鞏固和維持社會不平等的機制呢？3

在此而言，教育機會分配的研究，不獨有其本身之

重要性；尤有進者，教育作為社會制度重要之一環，

亦駕接到社會學的中心關注上，便是要理解教育在

社會分層中的樞紐角色，即如教育成就和地位取得

及社會流動的關係。利用多項現成材料，本文旨在

回顧近年香港社會教育機會差異的情況以及就這方

面所作之研究。4 

 

二、教育機會均等的理念和理想 

就教育機會均等的理念的探討，最經典的著

作，當推高文（Coleman, 1968）。若依高文的架構，

就教育機會本身這一概念，包括下列層面的區分： 

 

（一） 接受教育的機會，即不同階段（如基礎

教育、高等教育）的入學機會。 

 

（二） 教育資源分配，包括投入如學位數目、

教育支出、校舍、資源和教學設備的提

供，以及師生的社會背景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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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參與教育經驗或過程，包括無形特質如

教師質素、士氣和教師對學生的期望，

以及學生的學習興趣和課程的平等性等

等。 

（四） 教育結果和成就，包括學業成績、個別

學科表現、能達到的教育程度，以至對

學習和學科的態度、技能和自我形象等。 

（五） 教育帶來的效果，即求學者的前途，如

社會經濟地位和生活際遇等。 

 

高文的架構的功用在拓深教育機會這概念的討

論，使我們認識其多面向和複雜性，並不只單單限

於入學機會，而是涉及更複雜的其他層面和內涵。

隨著歷史的演進、民權的普及和社會大眾期望的上

升，教育機會均等的理念亦漸進拓闊，從最初強調

入學機會和教育資源投入的「形式上機會均等」

（formal equality of opportunity）到晚近關注教育過

程和社會條件，以至教育結果和影響。另一方面，

大量研究表明，即使教育機會日趨普及，教育機會

在不同群體仍出現長期穩定和持續的差異，世襲因

素如家庭背景仍強力地決定著個人的教育機會和社

會地位。特別是對低下階層、單親或破碎家庭、女

性、鄉郊地區、外來移民和少數民族等劣勢群體，

他們更往往處於不利地位。追根究底，教育機會仍

受限於社會條件，更甚者是社會不平等常削弱教育

機會均等的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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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顯，倘若我們單單把教育機會當成資助學

額或入學機會的提供是並不足夠的，因為這不獨無

視其他層面的教育機會均等（例如教育資源分配、

教育經驗或過程、學業成績等），也無視教育制度

本身不同的學額或入學機會的差異，更甚者是無視

決定教育機會分配（差異）背後的成因和種種社會

不平等的因素，例如由世襲因素如階級、性別和種

族所帶來的差異和不公。事實上，並不存在純粹的

教育機會，誰可以享用和誰可以享用多些都是和社

會結構有關。當然怎樣才算是教育機會均等，是一

個倫理和政治問題，牽涉價值判斷和取捨。5 

 

三、教育機會分配在香港：一個重要但被冷

落的領域 6 

教育機會均等這個問題，在政治領域、教育政

策及學術討論均有重大意義，因為這牽涉最根本的

社會公正、社會開放以及民權問題。可是在香港，

一向的教育政策關注，均不在教育機會均等，故也

並未成為政策和學術的重要議程。香港實行普及教

育已經二十多年了，教育機會的增加意味什麼呢？

教育機會分配的情況又如何呢？是否教育機會不均

得以消弭或得到公平的分享呢？特別是自六十年代

以來，港府漸次大力擴展小學、中學和大專學額，

是否能為普羅大眾帶來裨益，抑或是相應增加的教

育機會仍然隨不同階層、性別等因素而產生不均？

這都是需要深思的問題。 

 

Henderson（1963, 1973）的著作可說是就香港

六十年代教育情況作出最有系統的檢討，其中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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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到當時「尖精」和「學術」取向教育制度下

（Henderson筆下形容為老鼠競賽）的「教育人才耗

費」（educational wastage）問題，諸如輟學和學業

失敗、免費學額不足、學校質素不均和由此而來的

篩選和競爭問題，以及按能力分班的弊病等等。他

又特別關心當時的難民和艇戶子女的教育問題。7 

 

其實早在六十年代Mitchell（1972）的研究便已

經指出教育機會不均的實況，特別是不同階層的子

女進入不同質素學校的情況。在其對香港家庭的父

母和子女的研究中便發現低下階層在升學競爭中處

於劣勢。低下階層子女較少有機會入讀中學，而即

使在學者成績也較差。調查資料也顯示父母的階級

背景影響子女接受教育所需的資源。且在主觀的教

育期望方面，雖然香港的家長和學生一般都重視教

育，可是仍存在階級差異。後來李沛良和吳白弢在

七十年代也發現相近情況。8如李沛良等（ Lee & Ng, 

1972）的研究報告便顯示出教育抱負和社經地位差

異的關係。及後吳白弢（Ng, 1975）也在觀塘區的

研究發現不同社經階層和教育水平的父母對子女教

育期望有顯著差別。而陳福 （Chan, 1972）在觀塘

徙置區的調查，發現雖然普及小學教育的措施已解

決入學問題，可是仍未解決就學問題，就是出現大

量的超齡小學生和學業成績欠佳現象。 

 

陸鴻基（1987）對七十年代末期香港的教育機

會不均情況有一個較詳盡的回顧，在當時教育金字

塔的型態（學制）下，包括各層階的架構和學位數

目的分佈、學校的資助性質和語言媒介、公開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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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分派學位制度，使他相信社經階層和地區的隔離

化情況在香港早已存在。此外，不可忘記的事實就

是在學位匱乏的年代，尚有大量香港學生負岌海

外，這也顯然並非低下階層所能辦到的。香港的上

流階層也傾向把子女送往外地升學，而沒有參與本

上的升學競爭。同時，劇烈的升學競爭在學生早年

已經開始！在港府的幼兒教育和資助政策下，家長

競入「名幼稚園」，以增加子女升讀「名小學」和

「名中學」的機會。故此在幼兒教育方面，社經階

層的差異也甚為明顯。此外，陸鴻基（1987）亦利

用一些零碎的數據，勾劃出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中

期大專學生的家庭背景的輪廓。 

 

對七十年代香港教育情況作最全面的回顧和檢

討要算是「海外教育顧問團」的報告書了。晚近則

有「檢討九年免費教育聯席會議」的報告書（1991）

和《九年強迫教育檢討報告》（教育委員會，1997）。

當年海外教育顧問團也注意到在當時買位制度下，

各校辦學水平有顯著參差現象。質素差的私校不獨

沒有得到幫助，更有聽任自生自滅之嫌。報告書中

的其他章節並討論了學習語言媒介、分類和甄選措

施。而檢討九年免費教育聯席會議則對當前精英式

的教育體制作通盤檢討，包括諸如教育目標及課程

發展、學生行為、教學語言、甄選與分類、教育決

策與學校行政、特殊教育和教師質素七個範圍。 

 

長期以來，港府都沒有釐定明確的教育目標。

直至近年，港府才就教育目標方面作比較有系統的

陳義。九三年《香港學校教育目標》中首三項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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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均和教育機會有關。而教育委員會發表的《九

年強迫教育檢討報告》中也討論了減低個別差異的

影響，幫助學習和行為有問題的學生，以及檢討了

學能測驗和中學學位分配辦法。 

 

戰後香港教育發展的里程碑和重大成就，當推

實行九年免費普及教育，在大多數人均肯定和相信

這項成就下，從而追求更佳質素的同時，卻往往忽

視了普及教育下的不平等的現實。事實上，下文所

列出的多項材料及研究均顯示在香港現行的教育體

制下，不同層階的學校仍呈不同程度的差異和不

均。故此即使在普及教育下，絕大部分學童均接受

九年免費教育，可是誰可以接受多少的教育，以及

誰接受不同質素的教育，仍是隨家庭背景、階級、

性別等因素出現不同程度的差異和不公。而教育制

度上本身的不均，亦結合了社會上其他因素的不

均，並連帶上造成教育過程經驗和結果的不均。 

 

四、教育機會分配在香港：教育機會不均等

的現實 

儘管香港政府已經提供普及教育，但若依高文

的架構來分析，我們仍會發現在各層面出現不少顯

著或隱藏著的教育機會差異和不均。 

 

甲、入學機會  

在實施九年（近乎十一年）普及教育以後，雖

然全民教育水平普遍提高，可是基於「水漲船高」

的道理，也同時意味著教育或升學競爭進入更早階

段（幼兒教育）、更高階段（如預科和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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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更細微的狀況（如名校和熱門科系）等等。9例如

學前教育的資助問題，競入名幼稚園和小學的競爭

和篩選現象。此外，更不可忽視的是對某些群體，

如急增的大量新移民學童，仍面對入學困難問題。 

 

乙、教育資源分配  

正如前文所述，單單把教育機會當成資助學額

或入學機會的提供是並不足夠的，因為這不獨無視

其他層面的教育機會均等，也無視香港教育制度本

身不同的學額或入學機會的差異，同時我們常常忽

略制度內，特別是資源分配不均，以及不同學校間

的差異亦十分驚人，例如Opper（1991, 1992a, 1992b, 

1996）對學前教育質素的研究，顯示在父母參與、

班級人數、比例和教師培訓均呈區域差異。 

 

在中學階段，一些分析均顯示教育內部的分殊

化（differentiation）也相當顯著，中學便隨著財政來

源、課程內容、語文媒介等而有所差異，結果出現

官津學校優於私校、文法中學優於工業和職先中

學、中英文中學優於中文中學的狀況，當然更不能

忽視所謂「名校現象」以及各種隱藏和未為注意的

不平等，10 例如不同中學所能開設的課外活動項目

亦隨各校的設備和人手而有異。一般來說，官津校

較私校優勝。反之私立中學學生參與課外活動的機

會亦相應較低。11 

 

事實上，就社會成分而言，也有研究指出「名

小學」在家庭背景方面有明顯的階級偏向，其家長

的社經地位常較普通小學為高（Chan, 1985）。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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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階段，則是大量低社經階層的子女進入低組別

（bands 4 & 5）的中學或職先中學就讚，如中文大

學教育學院盧乃桂等就本地中學系統效能的研究

（Faculty of Education, CUHK, 1997），共調查了五

十間中學共四百班中二和中四學生在九三至九四年

兩年的學業表現變化，也顯示存在著顯著的社經階

層和學能程度分隔的狀況。這種情況比英美、加拿

大、甚至新加坡都為甚！ 

 

丙、教育經驗或過程  

前述本港中學內部的分殊化便隨著財政來源、

課程內容、語文媒介、學生社經階層背景和組別等

而有相當顯著的差異，出現官津學校優於私校、文

法中學優於工業和職先中學、中英文中學優於中文

中學的狀況。由於學校在師資、設備、學生質素的

不同，因而造成校風和學生自我形象的差異。特別

是長期以來，私校在中學體系處於邊陲地位。如香

港中文大學學生會（1981）的《中學生學校生活調

查報告》已點出私校問題的嚴重性。該調查顯示學

校資助類型和學生自卑感和疏離感有明顯的關係。

而其中又以私校學生的自卑感最重、疏離感最高。

私校為解決經濟問題，故側重收入和節省資源，而

忽略教育質素，使學生受苦。 

 

在中文及中英文中學的比較方面，龍德屏（Lung, 

1982）則分析了四所中文及中英文中學共 795 名中

一至中五級學生，可能由於中英文的相對社會地位

的差異，中英文中學學生比中文中學學生有較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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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概念、優越感及較高的升學和就業期望，而名

校的學生，特別是男生，也有較高的自我概念。 

 

至於不同組別的中學方面，Kemp（1993）共調

查了新界區第二、三和五組別的中學各一，並在每

校選出中一級的最佳和最差成績班（top & bottom 

streams）各二，合共 100名學生為研究對象，以分

析組別分流如何導致自我概念的差異。但結果卻發

現組別間並沒有存在顯著的差異。12 

 

此外，一些研究也顯示學習方法隨不同組別的

中學生有異。組別高的學生傾向用深入的學習方

法，反之，低能力組別的學生則傾向用表面的

（superficial）學習方法。13薛美寶（Sieh, 1993）研

究同一地區中的第一、三、五組別的中學各一，共

54名教師及 210名中三學生，顯示不同組別的中學

生在學習方法上有異。組別高的學生傾向用深入的

學習方法和有較高的學習動機，也有較佳的學習環

境和學習經驗（即覺得在學習上得到教師幫助、被

鼓勵去獨立地進行學習及準備專上教育的氣氛）。

此外，在教導不同能力組別的學生，教師也在教學

課程方面作出相應調節。 

 

前述中文大學教育學院的研究更進一步發現由

於社經階層和學能程度分隔兩個因素影響了教育過

程（主要為教學過程、教師的工作文化和校長的領

導風格），並倒過來決定了學生的學業表現。面對

低學能的學生，教師相應出現強烈的失落感、無能

和無力感，以及挫折和疲累情況，在教學氣氛方面



 

12 
教師也得相應把更多時間花在處理學生秩序問題，

以及將英文詞彙翻譯成中文來給學生講解，卻非討

論內容或進行小組討論。反之，高學能的學生則相

應有較佳的教師工作文化和教學過程，且也被容許

更大民主度去組織學生會。 

 

謝均才（Tse, 1992）初步驗證了 Bowles及Gintis

（1976）的符應論（Correspondence Principle），分

別對六類中學（名校、一般文法英文中學、文法中

文中學、私立文法中學、工業中學、職先）的師生

關係、學生意識、學業和職業期望進行比較研究，

亦發現一些相當明顯的差異。此外，一些個案研究

也顯示由於階級不同而出現的教育經驗和學習表現

差異（Choi, 1980; Mo, 1988），在分校分流的情況

下，不少學生經歷不愉快的學校生活教育經驗，例

如陳麗筠（Chan, 1993）調查了新界區第三和五組別

的中學各三所，共 332 名中一學生，發現學生在校

內的行為問題和性別及組別有明顯相關，男生普遍

比女生有較多的校內的行為問題，組別低的中學生

也比組別高的中學生多，反之，組別高的中學生也

比組別低的中學生有更多的焦慮問題。且校內的行

為問題也和學生感受的家庭環境有關。可惜她並無

仔細分析家庭和教室環境的過程和影響。吳夢珍及

張越華（Cheung & Ng, 1988; Cheung, 1993, 1997）

也發現低社經地位和學生越軌行為相關。此外，一

些研究也顯示職先學生較文法中學學生有較低的自

尊心和教育期望，並較常出現違規行為（Tso, 1985； 

Leung, 1990）。而在小學階段，陳盛觀（Chan, S. K., 

1995）調查了九所小學廿五班共 943 名小五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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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向廿十名教師、校長、家長和學生作訪問，

結果發現同儕對學生違規行為的影響最大，而教師

的負面標籤、對學校的歸屬和依戀也是影響學生出

現違規行為的重要因素。同時，學生來自低下階層

及資源和設備較差的小學，也傾向出現較多違規行

為。 

 

丁、教育結果和成就  

在學業成績方面，一些研究顯示家庭背景常常

發揮最終的影響力，仍直接和間接地決定個人的教

育成就，包括語文、數學和科學科的成績差異。在

語文教育方面，迄今最重要的研究要算是中文大學

教育學院蕭炳基等（Siu et al., 1995）所作雙語教育

及學生學業成績的研究了。14他們在 1990和 92 年

就 32所包括高中低能力組別中學的 2,133名中一和

1,696名中三學生進行了一項縱貫式研究，以了解他

們的語文表現和中學會考背後的心理和社會經濟地

位的決定因素。結果顯示社會經濟背景對學生的英

語能力有極大的影響，特別對低年級的學生尤是。

而學生的語文能力又倒過來影響其在會考的成績。 

 

而在數學科這方面的研究，15 如香港大學教育

學院 Brimer及Griffin（Brimer & Griffin, 1985）就第

二次國際數學成就的跨國比較研究（SIMSS）也顯

示父母職業和教育程度與中學生數學成績成正向關

係，而男女生得到的家庭支持也有不同。此外，父

母期望會影響自我概念和對數學的態度。後來，莫

慕貞（Mok, 1987）研究了家庭的教育環境（包括結

構、態度和過程變項）如何影響學生在認知和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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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數學成就，調查對象為港島區十所中英文津貼

中學共 764 名中一學生；此外，她在樣本內再訪問

其中 113名學生及 63名家長，其中發現結構變項並

未有直接影響學生的數學成就，唯父母具高教育程

度和高職業者能對子女提供更多物質支持和給予壓

力。另外，家庭的態度變項影響最大，特別是家庭

的成就動機、父母態度、期望及壓力，而女生所受

的家庭環境的影響尤比男生為大。容劍雄（Yum, 

1996）利用第三次國際科學及數學成就的跨國比較

研究（TIMSS）的資料，分析了其中 6,922 名中一

和中二學生，以了解家庭背景（包括結構、過程和

態度變項）如何影響學生的數學成績，結果發現來

自雙親家庭的學生的數學成績比單親家庭或和其他

親戚同住的學生為佳；同時，作為獨生子女的學生

的數學成績也比有其他兄弟姊妹的學生為佳，而家

庭子女數目眾多也對學生的數學成績有負面影響。

此外，父親教育程度對子女的數學成績有較主要的

影響，雖然未至成正比。再者，社經階層較高的家

庭也比低社經階層家庭更能提供較佳的學習環境，

並對其子女有較高的期望和鼓勵他們學習。而家庭

過程變項也和學生的數學成績成強烈的正向關係，

包括提供支持和資源予其子女，例如鼓勵他們補

課、供應參考材料和書本、提供設備如寧靜的房間

和電算機等。最後，母親對數學重要性的感受、對

子女表達口頭的期望和對子女功課的協助和參與也

和子女的數學成績有正相關。 

 

在科學成績方面，張國祥（Cheung, 1991,  

1993）分析了預科生科學成績和其社會背景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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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他利用 84–85年國際評估教育成就協會（IEA）

科學研究的數據，分析了 158所學校共 6,103名中六

學生，顯示父親社經背景影響子女就讀的學校的質

素，再進而影響他們在物理、生物和化學科的成績，

故他的結論是教育只能為少數能力較佳的低下階層

子女提供向上社會流動（upward social mobility）的

機會。16 Holbrook（1989, 1990a, 1990b）亦發現小四

和中二學生的科學成績，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家庭背

景，很多科學成績差的學生都來自低收入的大    

家庭，或父親低教育程度和從事非技術勞動工  

作，反之中三學生的科學成績則較少受家庭背景影

響。 

 

至於前述中文大學教育學院就本地中學系統效

能的研究更顯示，隨社經階層分隔而來造成校際成

績的顯著差異，多達 26.42至 30.89%，而隨學能程

度分隔而來造成校際成績的顯著差異，則多達 45.38

至 65.86%，這情形在初中學生尤甚普遍。17 

 

除了學業成績外，不同學校的學生也有不同的

教育抱負和職業期望（Tse, 1992）。曹啟樂（Tso, 

1985）就一所職先中學的個案研究便顯示社經地

位、學業表現和重要他人的期望，均影響職先中學

生的教育抱負，而在這三個因素中，尤以父母和家

長的期望影響最大。且學生的教育抱負的構成，亦

隨性別有異；和男生相比，家庭的影響也對女生較

大。一些研究也分別發現學生的教育期望及成就與

其父親的教育程度及職業類別有著明顯的相關。如

張敏思（Cheung, 1983）利用中文大學社會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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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eneral Survey of Adolescents in Hong       

Kong 82–83 中 743 名中三至中五級學生的問卷資

料，複試威斯康星模式（Wisconsin mode）來分析

學生的教育抱負（ educational aspiration）的社會心理

決定因素。結果發現父親教育程度、家長期望和學

業表現有重要的影響。此外，兄姊的教育程度對   

個人教育抱負也有相當大的影響，值得作進一步探

討。 

 

除了階級外，另一個重要的教育不平等面向便

是性別不平等了，那麼兩性在教育機會和學業成就

的差異和不公的情況又如何呢？伴隨著普及教育的

擴展，婦女升學機會亦得到改善。如鄧龍威（Tang, 

1981, 1991）早期的研究便指出不少低下階層的男兒

的就學機會是以犧牲女兒來達成的。運用 1976年人

口普查的資料，Post及龐雪玲（Pong & Post, 1991; 

Post, 1993, 1994）進一步發現儘管香港政府提供免

費九年教育，增加升學機會，減弱了家庭資源和性

別的影響，提高了低收入家庭和女性的升學機會。

可是家長的社經背景仍和學生就學有密切關係。同

時，雖然藍領階層的子女愈來愈容易完成中小學教

育，可是在進入大學的機會卻不如白領階層的子

女。其後 Post（1996）再運用 81及 91年人口普查

的資料進行分析，則發現家庭背景和性別在決定學

生升中學的影響減弱了。18 

 

此外，即使過去三十年香港女性在小學、中學

和大學的升學機會增加，和男性的差距逐漸降低，

可是卻並不表示不平等的情況並不存在；反之，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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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以隱蔽形式來存在。此外，有研究指出男女在認

知能力方面也存有差異（Keyes, 1983）。 

 

再者，兩性在科學成績上的分別也相當顯著，

例如Holbrook（1989, 1990a, 1990b）就 84至 85年

國際評估教育成就協會（ IEA）所做的研究便發現小

四、中二、中七男女生在科學科目（包括物理、化

學和生物科）成績上的差異，大致上這三個年級的

男生的成績均優於女生。而且在高年級兩者的差距

又比低年級為大。而第三次國際科學及數學成就的

跨國比較研究（TIMSS）也顯示，在二十五個地區

中，香港初中生在科學成就方面存在著顯著的性別

差異，中二級男生高於女生的差值更是諸區之冠

（Law, 1996）。此外，鄭秀萍（1985）研究了八所

男女校的文法中學共 662 名中三學生，發現男女生

在科學態度、對科學的喜愛和以科學作為職業的興

趣上都有顯著的分別。 

 

在數學成績的性別分野上，張國祥（Cheung, 

1989）發現中一男女生在數學科方面表現有能力上

的差異，在幾何、理解及解決問題方面男生較女生

優勝，而女生則比男生擅於處理數學運算難題。

Griffin及莫慕貞（Griffin & Mok, 1990）就 5,400名

中一學生數學科成就的研究則顯示男生的表現一般

比女生為佳。而鄭肇幀和黃毅英（1991）的研究也

發現兩性在學習數學習慣方面出現顯著差異。 

 

除了學業成績以外，很多研究已經發現男女性

別角色取向存在顯著差異。19 且中學男生較女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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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高的自尊；而學業成績對個人自尊有相當影響，

特別是對男生而言（Cheung, 1986）。盧文輝（Lo, 

1986）調查了三所中學的學生，顯示自我感受的學

業能力對普遍的自我概念有相當影響，而學業的自

我概念也和成績有密切相關，同時，男生也普遍比

女生有較高的自我觀。吳孔琛（Ng, 1984）調查了

十一間中學共 829 名中三學生，發現在家庭環境、

學校類型（收生性別）和性別眾多因素中，學生性

格在性別方面的差異非常顯著。梁穎文（Leung, 

1994）調查了九間學校共 789 名中五和中六學生。

一般來說，單性別學校的學生（尤其是男校）比男

女校學生有較高的自我觀，謝清美（1988）對七間

中學共 921 名中五學生的調查顯示在男女性化性格

特徵取向有差異，而且不同性別角色取向對各項教

育目的的傾向程度有顯著差異，男性化學生較為傾

向工具性和認知性的教育目的，而女性化學生則傾

向群性的教育目的。在小學生方面，梁嘉慧（1995）

利用自填問卷形式，調查了五間小學共 501 名小四

至小六學生及 732 名父母，卻發現父母的性別角色

及教養態度對其子女性別角色沒有顯著的影響。唯

子女不同的性別角色在不同的自尊層面上有不同的

表現。 

 

在科目選擇的研究上，具體的實證研究則要數

鄭慕賢（Cheng, 1992）探討男女生的自我界定以及

科目選擇及其背後因素。她共研究了五間男女校共

818 名中三學生，了解他們的性別角色取向和性別

定型角色如何影響他們選擇科組。雖然一般學生均

傾向選讀理科，可是男生仍比女生傾向選讀理科、

對理科組有較高的成功期望、對理科表現較大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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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以及對文科賦予較低價值。學生的性別角色取

向和性別定型角色（特別是對和自身同性別）又影

響他們選擇科組的取向，當中並透過自己在該科目

取得成功的期望、興趣和對科組的預期重要性和效

用價值等中介變項來影響選擇。 

 

此外，也有研究就男女生選科的差別歸因為性

別角色的差異。如黃潔君（Wong, 1993）調查了 365

名屬於第一和第二組別的中三學生，他們分別來自

三間男校、三間女校和三間男女校，以研究學校類

型和學生的性別角色定型如何影響他們的選科。結

果發現學生大抵認同和性別相關的定型化的性格特

徵，特別是男女同校的女生最為認同女性的角色定

型。其次，一般學生在評價科目時也傾向和性別連

繫起來，將理科科目如數學、電腦、生物、化學和

物理看成適合男性的科目，而把中英語文、中史、

世史和地理視為適合女性的科目。且男女同校的學

生也抱有最強的性別定型觀，在選科方面，男女同

校的男生也表現最強烈的「取理捨文」偏好。20 

 

梁氏（Leung, 1991）就 375名中二、中四和中

六學生的調查顯示高社經階層的學生較低社經階層

的學生感受自己有較高的學業成就。而男女在成就

歸因方面也有差別。和男生相比，女生特別覺得對

學業成就有強烈的個人責任感，並將失敗歸咎為個

人未夠努力。 

 

最後，兩性對升學態度的差異也相當明顯，男

生比女生有較強的升學意欲，特別是渴求高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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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在高級學位中男性的比率更佔絕對優勢。陸鴻

基（1991）觀察公開試報告報讀學科上在數字上的

性別差異，指出兩性對升學態度的不同，男生比女

生有較強的升學意欲，並努力追求接受高等教育，

這種情況在修讀高級學位（研究院課程）階段更為

明顯。雖然完成中五課程及參加會考的女生一般比

男生多，可是就讀預科及接受一般課程教育的男生

在比例上卻稍多於女生，反之，在完成中五學業後

外出工作和接受職業訓練課程教育的女性比例則較

高。21 

 

儘管伴隨著教育機會的擴展，香港女性的教育

程度不斷提高，唯兩性在學業成就仍有明顯的差

距，特別是在接受高等教育方面，此外，兩性在修

讀學科上仍存在著極大差異，「男理女文」的情況

在高中和大專仍極為普遍。22 學系和科目依性別分

隔的情況仍然嚴重（Choi, 1995a）。如敖恆宇（1990）

剖析高等教育中的性別不平等情況，指出雖然女性

在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不斷增加，可是在學科和課

程上「性別隔離」（gender segregation）的情況仍相

當嚴重，在大學學位的專業課程上，男性的優勢尤

甚，男生仍壟斷自然科學、工程和工業技術課程；

反之，女生則集中在文科、商業、護理、師範訓練

和會計祕書等課程，形成某些男（女）性科目或學

系。 

 

同時，女性在教育和地位成就取得方面仍普遍

不如男性。Pearson（1990）曾指出自推行九年免費

教育以來，兩性在教育成就的差異，主要見於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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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後，而受著傳統性別角色的影響，男女學生選修

不同的科目，而這樣的抉擇又深深影響他們日後的

進修機會、升學途徑、薪酬、社會地位、前途和出

路。 

 

戊、社會地位  

過去二十多年不少香港居民均相信社會開放，

抱著以為藉個人能力便能達致個人成就的樂觀看

法，並且重視教育（學歷）作為獲取入職和晉升的

要素。例如蔡寶瓊（Choi, 1995b）就香港社會指標

調查便發現大多數居民（特別是低社經階層）均相

信香港教育制度的開放性和公平性。此外，多數居

民也普遍接受個人特質如勤力和天分，而非外在因

素如家庭資源和運氣，是一個人學業成績的決定因

素。23 可是一些研究如鄧龍威（Tang, 1981）和曾

榮光（Tsang, 1990, 1993）等卻發現客觀現實並不如

此，世襲性質如家庭背景和性別等仍然顯著地影響

個人的教育成就，繼而決定個人的職業地位。24 

 

在婦女教育方面，麥肖玲（Mak, 1992）回顧了

香港百多年來婦女教育的發展，指出雖然普及教育

使婦女受益，可是不平等仍然存在於高階層的教育

水平，且依性別而來的科目上的分隔仍是一嚴重問

題。更甚者是即使教育水平提高，勞動市場的性別

分隔情況仍相當明顯，而婦女在報酬和升遷的待遇

仍不如男性。例如即使男女具有相同的學歷，可是

雙方的經濟地位卻依然不同（Mak & Chung, 

1997）。女性在就業和待遇方面仍受制於其性別因

素，且對低教育水平的婦女尤是。 

 



 

22 
五、教育機會差異的成因 

在處理過教育機會分配的差異狀況以及其結果

和影響的課題後，接下來的討論便是教育機會差異

的成因、機制和過程了。教育機會既是多目標和多

面向的概念，解釋教育機會差異的成因也同樣是多

面向的。因應不同層面的差異，從宏觀、中觀到微

觀，或涉及制度層面、階級結構、社區、家庭、學

校、友儕以至個人因素等等。導致個別學生教育成

就的差異，固然有眾多因素，即如個人能力、成就

動機、自我概念等個人生理及心理因素，以至制度

和各層次的社群因素。但大量研究亦顯示個人教育

成就的差異，有其社會結構、社區、家庭、學校、

友儕等的成因。下文將分就家庭因素、教育制度、

學校過程和機制本身和階級／社會結構和制度層面

的因素四方面加以簡介。 

 

甲、家庭因素  

先就家庭因素來說，它包括物質條件諸如家庭

收入、支付子女升學的財力、工作負荷、有利學習

的居住環境和學習條件等（Bull, 1973）。此外，它

還包括文化因素，諸如家庭氣氛、教養方式、父母

對子女教育的態度、興趣和期望、鼓勵和投入   

等。25 家庭的教育和文化經驗，如語言能力和文化

知識、性情、品味、喜好、行為和技能的習得也極

為重要（Bernstein, 1971, 1990; Labov, 1972）。此外，

晚近則有論者（Coleman, 1988）提出「社會資本」

（social capital）或人際網絡的重要性，即如家庭成

員間的親密關係、家長和學校教師的關係，家長對

學校的參與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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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教育制度  

教育制度根本就是篩選制度，在每個社會，篩

選的目的、理由、方法、對象和時間等都有不同。

教育制度本身，如篩選方法、規則、時期、主事者、

理念已經預設了有利或不利某些群體。例如 Ralph 

Turner（1960）提出所謂保薦式（以英國為代表）

和競爭式流動（以美國為代表）來說明教育和社會

流動的關係，英國以前的學校制度，由精英分子確

立標準，重早期分化，以不同類型的學校，選拔和

培養不同的人才，並針對精英來提供最好和專門的

訓練。反之，美國教育制度重視個人努力、人人平

等，儘量延緩分化，教育內容則採取綜合型態，以

提供個人充分參與競爭的機會。這兩個教育制度的

組 織 方 式 ， 反 映 了 兩 套 不 同 的 社 會 規 範

（folknorms）。Earl Hopper（1971）也認為教育的

主要功能是篩選，並從其篩選過程的結構的角度來

分析，就篩選的目的、理由、方法、對象和時間可

以連繫和區分多種不同的意識型態，並設計一分類

系統來進行國際比較研究。後來一些學者進一步補

充發展，提出篩選應該不單考慮教育路線的選擇，

還要加上教學和證書，以及職業上甄補的情況，並

且需要關注權力分析的重要性，即社會上不同團體

的競爭及衝突，以及其他因素如經濟組織和勞動市

場的變化、階級結構和社會流動如何影響教育的篩

選結構，和這些規範的基礎和認受性，以至非正式

篩選的進行。易言之，篩選的標準是社會團體角力

的產物，以及知識管理的問題。進一步引申下來便

是新教育社會學和新馬克思主義者對教育制度、篩

選判準，以及對知識的本質和主宰意識型態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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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學校過程和機制本身及其影響  

就學校角色而言，由六十年代中期以來由高文

報告（The Coleman Report）引發的學校無效論的辯

論，促發了學校效能（school effectiveness）的研究

（Rutter, 1979; Mortimore, 1988），究竟學校對學生

成績是否相干呢？而校際差異對學生成績的影響又

如何呢？學校效能和效能學校（effective school）的

研究目前仍如火如荼，而研究領域亦擴及教室、教

學以至教師等多層次和多因素的研究和討論。可是

到現在為止的發現仍屬初步了解一些普遍的因素，

卻不能透徹地理解和分析學校的細緻情況、過程和

各個因素。此外，由於各個因素錯綜複雜，也不易

歸納成為有意義的概括。事實上，迄今為止，大量

研究仍然發現學校的社會成分（social composition）

是校際成績差異的最主要決定因素（Reynolds & 

Cuttance, 1991）。 

 

另一個學校過程的關注要點，便是分軌的制

度。按能力分班和分軌的巨大影響和分流作用，早

已為不少研究所肯定。教室交往、教授方式、對待

學生和教師期望對學生學習的深遠作用亦被證實，

故有自證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的說法。26

編班和分組其實是代表不同的學習機會差異的制度

化現象，而學習機會和經驗的差異又反過來造成學

習成果、社交生活、心理和自尊等以至以後生活際

遇的差異，故有擴大化的效應，值得深思熟慮。 

 

丁、階級／社會結構和制度層面的因素  

亦有論者把教育機會不均的情況歸咎為階級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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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下的產物。如 Bowles 及 Gintis（1976）、Anyon

（1980, 1981）訴諸於資本主義下的階級不均。此

外，新教育社會學者（Young, 1971）和新馬克思主

義者（Apple, 1979, 1982）進一步提出學校知識的界

定、選擇和合法性問題。他們強調學校知識不單純

是一個課程問題，而是社會和政治問題，他們點出

學校知識的意識形態基礎和政治性，並使我們關注

到在多元文化的社會中「什麼內容？」、「誰決定

這些內容？」、「誰的文化？」、「符合誰的利益？」

等重要課題。易言之，知識的選定和判準、分配、

傳遞以及其後果，是涉及權力、操控和霸權的問題。

可是主流的學校課程，卻有利支配階層，維持現狀

和合理化社會的不平等。 

 

和此相關的取徑，就是留意不同階層擁有著不

同的文化資源，其中有些是有利於學校制度的學習

和選拔的，有些則否。如 Bourdieu 等（Bourdieu & 

Passeron, 1988）則視一定階級結構內文化資本

（cultural capital）的分佈決定了教育機會的差異，

由此而言，支配階級藉控制文化資本來施行符號暴

力（symbolic violence）。 

 

造成教育機會差異的成因既然錯綜複雜，那麼

在香港的情況又如何呢？ 

 

六、教育機會差異在香港的成因 

甲、教育制度因素  

先從制度層面上來說，殖民地教育的制度因素

所帶來的教育機會不均，自有其歷史、政治、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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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因和條件，如曹啟樂（1980）、謝家駒（1982）、

葉建源（1997）便先後分析了香港的殖民地教育政

策及探討了本港教育與社會分層的關係。27 

 

這些因素積累下來的結果，便形成制度上的分

殊化情況，即從教學語文媒介（如英中相對中中、

英語授課班相對中文授課班）、資助方式和資源分

配（如官津校相對私校）、課程（如文法相對工業

和職業訓練）、學生質素（如派位制度下各校收取

不同組別的學生），以至富個別主義和世襲色彩的

名校制度等等因素而產生的不平等和層階。例如李

靜君和張德勝（Lee & Cheung, 1992）就派位制度的

爭議的分析、陳茂釗（ 1992）對中學學位分配政策、

鍾宇平和黃顯華等（1988）就直資計劃的辯論都彰

顯香港教育制度在提供入學機會方面的潛在不平等

狀況。在本港，七八年前是以升中試及連繫學校制

度來分派中一學位。七八年後取而代之是綜合學能

測驗、校內評鑑、區校網、連繫學校和自行支配學

位的新學位分配辦法。陳茂釗（1992）則討論了中

學學位分配政策的目標、理據、實施的問題、限制

和效果，特別是校內評鑑的公平問題、各區校網的

劃分方法和差異問題、連繫學校和自行支配學位的

理據，並質疑其製造特殊階級的不公平現象。李靜

君和張德勝（Lee & Cheung, 1992）則就修訂中學學

位分配政策的爭議，剖析其帶來有關公平、教育機

會均等和精英主義的爭論。 

 

制度上的不均，又見諸如在課程架構上剝奪職

先中學學生升學和就業機會（職先中學開設預科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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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九三年以降的事）。加上其標籤效應，使一般職

先中學成為收容低組別（小學成績最低者）和低下

社經和教育階層學生的集中地。陳若敏（Chan, 1990）

和李瑞全（Lee, 1991）便揭示職先原初設計的目標

和背後的理念只是狹隘地以滿足社會經濟需要為目

的，而忽略了學生的個人成長，扼殺了他們社會流

動的機會，以及培養學生合模於工作環境；職先教

育亦可能作為社會控制的手段，降低學生的職業期

望、並為勞動市場提供廉價勞工，以至有進行階級

複製之嫌。 

 

在語文政策方面，以英語作教學媒介則產生另

一種形式的不平等和層階。28 譚添炬（Tam, 1986）

指出語文政策受社會環境影響，而政府、工商界和

高等教育界支配語文政策的實施，尤其以高等教育

語文政策對個人語文選擇有較大的影響。社會政治

因素令英語有較高的市場價值，並成為地位較高的

語文。在這種「重英輕中」的形勢下，使普遍學校、

家長和學生均對英語趨之若鶩。以往香港中文學校

學生欠缺升學機會，中文在高等教育的地位亦遜於

英文，故有英中一技獨秀，中中萎縮的局面（Tam, 

1986）。Gibbons（1982）也指出由於過往政治和經

濟條件影響了中英雙語的市場價值，故此也決定了

學校和家長對語文媒介的選取。在這種雙語教育和

語文政策的格局下，以何種語文作學習媒介，不單

影響學生的學習表現和學業水平，也造成精英主義

和等級，以至進一步影響了學生的升學和就業前

途。如尤敏韶（Yau, 1988）便提出一些設想，由於

低下階層比精英階層和西人有較大的社交隔膜，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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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接觸和使用英語，他們也過著較低西化程度的生

活方式，和較少動機去學習英語。此外，家庭背景

也會影響各階層的語言精通水平和所能接受教育的

質素。故在推行雙語教育的學習環境下，會令低下

階層在享受教育機會方面處於劣勢。這說法也獲得

一些研究佐證。29 此外，如余少虹（Yu, 1995）利

用 Bernstein及 Bourdieu的理論來探討香港社會階級

和英文成績的關係。她比較了 1984和 1994年會考

英文卷試題，以及訪問了一所第五組別的工業中學

的 8 名中四學生，並分析了他們的英文作文卷。她

指出近三十年來英語教學運動從「口頭－結構取徑」

（oral-structural approach）轉變為「傳意取徑」

（communicative approach），在試題上則相應地從

「獨立於處境」（context-independent）轉變為「倚

賴處境」（context-dependent），故打破了從前課堂

英語和日常生活英語的分野，前者重學習文法和寫

作，後者則側重把各種講、讀、聽、寫的溝通技能

綜合運用於真實處境；由於中產階級有更多機會接

觸各式各樣的日常生活英語，故對中產階級子女更

為有利。而中產階級學生的作文成績也比工人階級

學生為佳，他們對題目有較佳理解，善用文法，也

能在作文時多寫一些。此外，女生的表現也比男生

稍優，唯性別的影響則仍侍探討。 

 

近二十年來香港教育是從精英教育過渡至普及

教育，在這過程中尚有很多未能適應體制轉變的問

題、困難和阻力，致使現存仍保留一定程度精英式

的教育體制，未能達致普及教育的目標。而迄至八

十年代，政府的普及教育政策仍只著意於擴充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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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卻鮮有觸及相應的學制、教學組織、課程內容、

教學安排、教學方法、教學媒介、特殊教育和輔導，

以及其他服務等等。只是到了近年，才有政策上的

轉變，也漸次關注擴充學額以來的問題和其他配套

措施。事實上，雖然入學機會對所有適齡學生開放，

可是卻並不表示所有學生均能受益。因為原來的精

英式教育體制仍未更動，違反普及教育精神和原則

的措施繼續運作，故仍然排斥大部分學生。30 例如

黃顯華（1997a, 1997b）就本港十六項文件課程和教

學課程的分析便發現它們仍大多偏向於篩選性質。

在課程要素、目的和組織原則；以及學習內容、進

度、過程和評估各方面都沒有充分照顧學生的個別

差異和公平問題。又如曾榮光（1997b）所言，香港

九 年 普 及 教 育 的 發 展 只 是 從 一 種 排 斥 性

（ exclusionary）的精英主義變換為一種分隔性

（segregated）精英主義的教育制度。隱藏在入學機

會均等背後的則是教育過程上的不均等，並造成社

經階層的分隔局面。故儘管當局採取了一些綜合及

共同學制發展的措施，可是也同時伴隨推行一些反

普及化和反均等化的教育政策。此外，港府也缺乏

促進教育結果均等的措施，如積極性歧視教育政策

以扶助不利或不足的學生。故在現行制度下，儘管

增加了入學機會和採取了若干積極補償措施，可是

卻不能保證相同的教育待遇（共同學校和共同課

程），且甄選的標準和形式仍受世襲因素的滲入，

並有加強甄選深度和廣度的趨勢，如直資計劃、目

標為本課程（TOC或前 TTRA）、中學語文分流政

策和優質學校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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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階級和社會結稱的因素  

蔡寶瓊（1987）應用社會學的觀點來分析香港

教育和階級，點出不同階級在普及教育制度下接受

教育，宛如兩個階級鬥爭，學校成為階級戰場，兩

個階級由於文化的差異而產生尖銳的矛盾，無法消

融。教育危機亦由社會上的階級矛盾帶入學校。工

人階級以及更低層的新移民工人的子女，由於缺乏

中產階級的經濟資源及特有的文化資產和資訊，故

此在中產階級的課程和教育制度的壓迫下註定失

敗。由是觀之，教育不能為促進社會平等服務，反

而更大程度上成為鞏固社會階梯的媒介（蔡寶瓊，

1987）。 

 

就家庭因素來說，一個先例是蘇德明和蕭炳基

（So & Siu, 1980）就香港社會中、低層學生智能表

現之比較研究，但卻並未發現就智能上有何明顯的

階級差異。唯李勵勉和繆李金碧（Lee & Mui, 1989）

就香港幼童語言發展的研究卻顯示年齡、性別和母

親教育因素對幼童語言理解和語言表達有顯著影

響。而余氏及 Bain（Yu & Bain, 1985）調查了二百

名小一男生及女生，測試他們的語言和認知能力，

並了解語言、階級和文化背景對認知能力的影響，

則發現工人階級的學童在學習第二語文上處於劣

勢。此外，如前文四丁部所述，一些研究顯示家庭

背景，諸如家庭的完整性、子女數目、父母的社經

地位、家長的期望、家庭提供的學習環境、支持和

資源等，常常直接和間接地決定個人的教育成就，

包括語文、數學和科學科的學業成績，以及教育抱

負和職業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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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和學校的影響力（特別如和父母的關係）

對子女成長（諸如自我觀、生活滿足感、學業表現、

越軌行為）的重要性已被多個研究證實（Leung & 

Leung, 1992; Lau & Leung, 1992a, 1992b）。張炳松

（Cheung, 1982）共研究了九所津貼中學共 713名中

四學生，顯示學生自我概念和家庭及學校的群性環

境有顯著相關，其中尤以家庭的群性環境對學生自

我概念影響最大。和父母及學校的關係良好者可有

較高的自我觀、較佳的學業表現和較少的越軌行

為。張炳松和劉誠（Cheung & Lau, 1985）的研究則

顯示學生對家庭和教室的正面感受愈高，則自尊也

愈高。此外，也有些研究發現和父母及學校的關係

對社交方面的自我觀和越軌行為也存在著性別差異

（Lau & Leung, 1992a, 1992b）。 

 

另外，張妙清等（1991）有關三個社區不同階

層家庭三歲至四歲兒童教養模式的研究，結果發現

顯著的差異。該研究發現社經階層較低的家庭，在

教養子女的方式較似中國傳統家庭教養模式，重視

父母的權威，強調兒童的完全服從。但社經階層較

高的家庭一般都採取較民主的教養方式，並極留意

兒童各方面的需要、成長及發展。父母也少用打罵，

多用理由及解釋去教導子女。31 而關逸民（Kan, 

1995）調查了 160名第一組別和 144名第五組別的

中一學生，則發現第五組別的學生家長更多屬於忽

略和縱容型，反之，第一組別的學生家長多屬於權

威和專制型，對子女作較多的管教，而不同的管教

方式也導致學生就控制有不同的感受及成就動機。

較近期的研究則可見石丹理（Shek, 1995）就 2,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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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中學生的調查，顯示在家庭教養模式上，不同社

經階層也同時存在性別上的差異。香港青年協會

（1997a）就家長對管教子女的意見調查，用電話訪

問，共調查了 523 名有六至十八歲子女的家長，顯

示管教子女的責任的分配隨家長的教育程度及職業

有異。對從事專業、半專業或製造業工作，並擁有

預科或以上程度的父母，管教子女的工作多數是父

母一起承擔的，但對於從事文職、服務性工作或家

庭主婦，並擁有中學或以下程度的父母，則管教子

女的工作多數由母親負責。 

 

有論者曾提出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的重要性，

即如家長和學校教師的關係，家長對學校的參  

與。31 早在七十年代，Ross（1976）已經發現小學

間的階級差異，他分析了當時的名校現象，並指出

低教育程度的家長缺欠財政和社交手段去把子女送

進名校。蔡寶瓊（Choi, 1995b, pp. 195–199）利用香

港社會指標研究的資料，也發現不同社經階層的父

母對子女的學業輔導、投資在子女教育的方式（如

補習社抑私人補習），以及和學校的接觸等也有差

異。而周鳳儀（Chau, 1993）調查了二十所中學共

459 名中三學生家長，發現雖然整體上家長參與偏

低，但家長參與程度仍隨家庭收入、職業和教育程

度有別，特別是高教育程度的父母會較積極支持家

庭和學校的連繫，如對學校咨詢家長有較大期望、

熱衷成立家長教師會及參加各項活動、接觸教師、

表達意見和獲取子女教育和學校的資訊，同時也較

自信能在有關學校在課程、設施和教育政策事務上

作出更佳和合適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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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近何瑞珠（1998）調查了十八所小學和十八

所中學小六、中一和中三共 2,054 名學生，結果顯

示家庭的社經地位和大部分物質資源及文化資源有

密切關係，且社經地位與「家庭為本」的家長參與

的關係也十分顯著。 

 

選擇升學和就業途徑的研究在香港並不多見，

敖恆宇等（1992）利用 1986年人口普查的數據，來

評估家庭收入、子女人數、父母親教育程度、階級

背景等因素對中五畢業生教育和就業選擇所起的作

用，並分析男女生的差別，結果發現家庭收入較多、

子女人數較少及父母親教育程度較高者，均有助子

女從主流的教育途徑升學（即在中五畢業後再升讀

預科和專上學院）。其次，父親的職業對兒子的升

學擇業也有一定的影響。若父親為藍領工人，則兒

子傾向接受職業訓練課程；反之，若父親為白領僱

員，則兒子接受此等教育的機會大減。此外，他們

又發現家庭中性別角色的社教化存在著同性關係

強、異性關係弱的作用，即父親教育程度會和兒子

升讀預科與否有正向關係，而母親教育程度則影響

女兒的升學取向。 

 

歐松柏（Au, 1988; Au & Chung, 1988）訪查了

13間中學共 961名中五學生，顯示性別和科組均影

響了他們擇業過程的一些中介因素，如決策風格、

和同儕及老師的相處和交往、對職業的形象等。調

查又發現在擇業過程中，男生比較理性，女生則比

較被動。理科生比較理性，也和老師有較多交往，

且在職業態度上較成熟，有較明確目標和較高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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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價值，但文科生則比較依賴。而李潔麗（Lee, 1995）

調查了兩所不同組別中學共 250 名中五學生，試圖

比較家庭背景和學生職業期望的差異。研究顯示學

校組別隨學生家長背景有別，較多高組別的學生來

自高階層，低組別的學生則來自低階層，而家庭背

景（主要為父親職業和教育程度）乃是透過影響學

生的學業成績來影響其職業期望。 

 

劉振國（Lau, C. K., 1992）則是對四名中五學

生（兩男兩女）的就業選擇和從學校到工作的最初

三年經驗來作定質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其

中他也探討了學校經驗（例如課外活動、分科政策、

課程等），以及家庭經驗（父母期望、家務分工、

家庭氣氛）如何影響他們這方面的經歷。結果顯示

對這些未能繼續升學而需要出外就業的中五畢業生

而言，正規學校經驗如課程、科組分流、就業輔導

等對他們擇業可說是毫不相干的。 

 

丙、學校過程和機制的影響  

蔡寶瓊（Choi, 1980）研究階級如何影響小一班

級，尤其是階級對教師觀感及對學生之評價、和學

生的交往，以及教師就學生階級背景的意見和態

度。此外，她並分析本地小學生就階級背景所出現

的差異。該研究共包括一個低中產及低下階層社區

的一個小一班的個案分析，以及就十二所本地市區

小學共十四個小一班的調查。調查顯示不同小學在

收生方面存在著極大的階級背景差異，而階級因素

也滲進了教學過程中，個案發現教師對學生之評價

及學業成績塑造了學生的自我觀及和其他學生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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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教師也主要從學生是否服從紀律及他們的智能

來評價個別學生。此外，教師也會以階級因素來分

辨不同小學的學生。而教師對學生的家庭背景的觀

感對教學過程以及對學生表現的期望也有影響。毛

潔玲（Mo, 1988）則利用問卷和訪談方法，研究了

六所分別在高收入和低收入地區的中學的 496 名中

四學生，並集中探討低下社經階層學生的學校經驗

和學業表現。結果發現校際成績、學生教育抱負和

重要他人的觀感隨學生社經背景有別。她再調查六

校中的 99名低下社經階層學生，並分析他們的社交

網絡、學校氣氛、感受的學習困難和應付策略。結

果顯示雖然並未出現以階級為限的社交網絡，但學

校的收生則影響了學生交友的機會和選擇，可能由

於傳統中國文化的影響，低社經階層學生也同樣重

視教育，以及相信績效制的原則；即使他們不滿學

校，也不會敵視整個教育制度，故也並未有出現反

學校的文化，而學生也傾向把所遇到的困難看成個

人問題和採取個人化的應付策略，卻不是去質疑教

育制度。此外，即使學生社經背景相若，但在不同

社經成分的中學時則呈現不同的教育抱負，顯示學

校在影響學生方面發揮一定的作用。而以低社經階

層學生為主的學校的學生，也會感受到教師的對待

比較重懲罰和多使用阻嚇式及工具式的懲罰方法。 

 

至於班級分流問題，則至今尚未有系統的探

索。早期黎麗玲（Lai, 1968）曾調查了當時九所文

法中學的分流方法、103 位教師對編組的態度，以

及對學生態度和成績的影響，結果發現好班使學生

過分競爭，但卻有更大的成就和進步。反之差班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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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績較差。而教師也喜歡教好班，因為可以有利教

學進度和使用教學方法。在文理分組方面，一研究

（劉聲，1979；劉聲、呂俊甫，1980）調查了新舊

六所津補中學優秀班共 480 名中四學生，顯示在一

般性和學能自我觀以及自尊方面，理組學生均高於

文組學生，而理組學生也一般較文組學生有較佳成

績，且男生多嚮往唸理科，而不少文科生則為編組

志願不符者。 

 

劉誠（1986）指出在香港普遍行分班制，以指

派富經驗和高能力的教師去教授能力高的組別，反

之，編派經驗較淺和能力較次的教師去教授低能力

的組別，結果導致低能力組別的學生在學習和心理

上產生不良效應；同時，很多教師也未有充分準備

去用相應適合的方法去教導不同組別的學生，故此

分組也並未使教學更為容易。蘇永強（So, 1995）研

究了一所按能力編班的男校，探討中三分流如何形

成不同的學生次文化。他發現異於外地情況，該個

案出現另類型態的分化和兩極化。雖然普遍學生仍

然服膺學校的價值和對教育抱有相當工具性的價

值。但差班學生對學校有較低的歸屬，而分流也產

生囿於該流的朋友選擇。分流使兩組學生的社交距

離增大，也各自對對方形成定型（stereotype）。而

學校也把重紀律的資深教師編到差班，以利控制學

生的行為。 

 

另一個有趣的個案研究是譚兆炳（Tam, 1996）

對本港一所傳統著名男校在中三及中四級把分流政

策改變為混合能力編班的過程和後果的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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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新政策對少數高成績者有損，但卻使多數平均

能力或以下的學生在學業和群育上均蒙益，減少了

他們在學習上的焦慮和緊張，提高了學習的自信和

表現，也有更好的人際關係和減少了相互間歧視的

情況。此外，在整體紀律和教室氣氛上均有改善。

同時，該政策也漸為教師和學生所接受。麥成捷

（Mak, 1996）則評估了沙田區一所中學中四級分班

制度，研究新分班政策的設計、實施和機制，如編

班的日程表、計算方式、方法和結果等。 

 

而在小學階段，何雲星等（1993）對一所採用

混合能力編班的小學中十二名小六學生的個案研

究，則顯示高成績和低成績的學生就對校規的態

度、服務和課堂生活三方面均有所差異，也發展出

不同的文化特質。一般而言，高成績的學生在學習

上有較多成功經驗和獲得教師的接納，且因而較易

接受學校的要求和標準。他們認同校規，對學習有

自信心和主動性。同時，他們也有較多機會獲校方

選派充當服務工作，協助教師執行紀律或處理班

務。反之，低成績的學生經歷很多失敗經驗，甚少

得到鼓勵，也很少有機會充當服務工作，自信心和

自我形象比較低。他們對校規採取負面和敵視態

度，在學習上和面對考試時也較為消極和被動。 

 

丁、性別不平等  

不少外地研究表明教育除了作為延續階級不平

等的樞紐外，亦是傳遞兩性角色定型以及強化性別

不平等的機構。學校是如何將性別角色的成見傳遞

給學生呢？兩性在教育機會和學業成就差異的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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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何呢？在性別方面的教育不平等，女性主義者

（feminists）指出現今學校教育具有十分強烈的性別

主義傾向（sexism），例如透過教科書對性別角色

定型、教師的性別成見、課程和活動的性別分隔，

以及課室的交往行為等等。 

 

張妙清（Cheung, F., 1986, 1996）指出男女學生

自小學低年級起已形成性別定型，且性別定型和認

同隨年齡增強，而學校類型也影響學生的性別定

型。課程上也助長性別定型，例如在教科書內容方

面則有性別角色定型及重男輕女之弊，常常偏向灌

輸「男主外、女主內」的觀念，未有公允如實地描

述男女性在社會上應有之地位。 33 前述鄭秀萍

（1985）的研究並發現課室群性環境和家庭群性環

境對男女生在科學態度上的影響亦有分別。而整體

上課室之群性環境對女生的科學態度的影響尤比男

生為重。不同層面的課室群性環境對男女生也有不

同影響。課室群性環境也較家庭群性環境對學生所

持的科學態度呈較大的相關性。而Griffin及莫慕貞

（Griffin & Mok, 1990）就中一學生數學科成就的研

究亦發現家庭因素如家庭支援、家長興趣和家長壓

力對男女生表現的影響也有異。 

 

倪少強（Ngai, 1995）利用定質研究方法來分析

一所小學的環境如何影響性別角色的社教化。他訪

問了 11名教師和 20名學生，發現課外活動出現性

別分隔的情況。而他在課堂上的觀察也發現男生得

到教師更多的關注、指導和時間，男生也較常被指

派做示範和服務老師和同學。教師也視男生比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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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更佳潛能，女生比男生更合作和守規矩，男生則

較頑皮。校方和教師都有一套性別定型的看法。 

 

在中學階段，陳潔華（Chan, 1996）訪問了來自

12所中學的 12名中三和中四女生，探討家庭和學校

塑造女性性別角色的作用。在學校方面，她發現由

於不同的制度背景（組別和學生性別成分），產生

了四類不同的性別制度（gender regime），透過諸

如正規課程、課外活動、紀律控制、權威結構、群

際交往和男女分別對待等措施來建構四類不同的女

性特質（femininity），分別為「精英、成就取向、

全能和淑女型」、「成就取向但次等的女性型」、

「勤力用功和附補的女性型」，以及「沈默、被控

制和服從的女性型」。而在不同的家庭和學校環境

下，女性也自主地發展出不同的，甚至矛盾的性別

身分、教育期望和選擇。 

 

黃世忻（Wong, 1995）則研究了屯門區一所男

女校中學，探討學校制度，諸如性別化的科目分隔

和分流政策、早會、校服、課外活動和教室中的性

別分隔等如何建構青少年女性特質和壓制對立的女

性特質，以及女生在這個過程中如何理解、感受和

反應，並建構自己的性別身分。她共訪問了中三和

中四級共17名女生和9名男生，並進行了實地觀察。 

 

在屯門，由於區內的風化案問題，學校特別著

重控制女生的性徵（sexuality）及安全問題，學校亦

鼓吹並傳遞一套特有的性別意識。例如科目分隔使

女生囿於傳統的性別分工及影響其就業時可作之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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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而在編班政策下，「叻」班和普通班的學生也

各自發展出不同的自我身分和社交行為（界限）。

不同組別的女生也有不同的職業期望，「叻」班的

女生傾向事業女性型，而普通班的女生則以結婚為

歸宿。早會則是體現校方的權威和強化校規的重要

性的場合。髮式和校服的作用則是表示（signify）

女性身分以及約制女生適當的儀容舉止。在教室中

的性別分隔方面，教師對男女生採取雙重標準，並

以女生作為訓導男生的手段，強調女生的專心、順

從和自律，卻給予男生更大的自主性和容忍他們的

壞行為。教師甚至以開性別的玩笑來控制男生，並

以性別編排學生座位來控制學生。教師也把更多的

關注投向男生，對男女生作不同的提問和回應，卻

忽略了女生，結果強化了女生的順從性、被動、內

向、沈默和邊際地位。至於體育課也是把男女生分

隔開來教學。而課外及閒暇活動方面也各自形成以

性別為分野的群體和交往模式，並鞏固了性別差異

和性別分工。 

 

在香港，儘管父母普遍寄望子女達成自己的教

育抱負和能有較佳的生計，可是父母對子女的教育

期望仍隨職業和教育程度有異。再者，在對待子女

的教育抱負上亦有所差別，一般父母對兒子有較高

的期望。此外，公眾仍存有女子適合唸文科、而理

科生則有較佳前途的想法（ Choi, 1995b, pp. 

187–189）。 

 

在教育和就業途徑的選擇的性別差異方面，陳

燕徽（Chan, 1989）就本地一專上商科院校修讀商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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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的三男三女學生進行個案歷史分析，透過訪問

探討了傳統文化的性別角色如何影響他們的職業抱

負。她發現男生仍繼承了濃厚的男性角色（如當家

做主、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分工），

爭取較佳的升遷機會和打算。相反，女生傾向以家

庭為重，職業為次，並嚮往婚姻和家庭生活，渴望

倚靠丈夫，而非發展自己的獨立事業，以至降低教

育和職業抱負來遷就傳統性別角色和規範。而除了

性別因素外，家庭背景、父母對子女教育的態度、

財政狀況等也是影響他們學業和職業打算的重要因

素。他們均深受家庭中家長示範模式的影響。而羅

瑞芬（Law, 1994）則探討了家庭背景、成就動機、

性別角色取向、自尊及職業取向如何影響一所大學

學生的教育和職業抱負。她共調查了 299 名準大學

畢業生，結果顯示性別及性別角色取向均影響了受

訪者的自尊、成就動機、職業取向及職業抱負。男

生有較高的工作意欲及偏好全職工作，也視職業重

於家庭，並有較高的職業抱負，事業心強，以事業

為重。此外，他們也較為企業家型，勇於開創自己

的事業。反之，女生更多準備為家庭子女而放棄全

職工作，視家庭和婚姻為重。此外，不同學院學系

的學生在教育及職業抱負方面也有差異，特別是醫

學院學生有較高的抱負。 

 

七、研究議題 

總結而言，迄今香港的研究，在描述教育機會

差異方面尚有頗為豐富的資料（除了初等教育外），

可是在解釋和分析差異的成因和機制方面則付諸闕

如。教育機會的不同層面（入學機會、教育資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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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參與教育經驗或過程、教育結果及帶來的效果）

在不同教育層次的差異的成因（學前、初等、中等

和高等教育），以及不同層次（結構、組織、人際、

個人），可容進行多項探索。同時，如何把這些解

釋和理論整合起來，也是學界的當前挑戰。34 

 

針對香港社會的獨特情況，我認為在教育機會

差異方面有下列的重要研究議題可供進一步探索。 

 

1. 確認弱勢群體  

如上文所述，大量研究表明，即使入學機會在

香港日趨普及，教育機會在不同群體仍出現長期持

續和穩定的差異，世襲因素如家庭背景仍強力地決

定著個人的教育機會和社會地位。特別是對低下階

層、單親或破碎家庭、女性、外來移民和殘障人士

等弱勢群體，他們往往處於不利地位。追根究底，

教育機會仍受限於社會條件，更甚者是社會不平等

常削弱了教育機會均等的達成。故此在研究方面的

當務之急，在於確認社會上的劣勢群體，探討諸如

低下階屑、單親家庭、新移民、女性和低組別的學

生等在學習上和學業競爭上的不利處境，進而提供

協助。如急增的大量新移民學童，面對種種入學和

在學適應問題，普遍的學業水平（尤其英文）亦未

如理想，同時新移民學童也主要集中在市區中的幾

個破落區域，也引起公眾關注和需要深入探究。35 

 

其次，儘管香港政府提供九年免費教育，增加

升學機會，減弱了家庭資源和性別的影響，提高了

低收入家庭和女性的升學機會。可是我們仍未明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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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和大專教育的情況，且我們亦未充分了解各階

段學生享有教育質素的參差。此外，在實施近乎十

一年普及教育以後，全民教育水平普遍提高，也同

時意味著教育或升學競爭進入更早階段（幼兒教

育）、更高階段（如預科和高等教育）或更細微的

狀況（如名校和熱門科系），故此我們關注的另一

個重點，也許應該是強迫教育階段以前和以後的入

學機會問題，如預科和大學入學機會分配的情況以

至科系和校際差異 36，以及在各階段的教育質素差

異問題。 

 

2. 如何解釋不同階層或家庭子女的學業成績和成

就的差異？  

誠然，學校不是教育的唯一場所，家庭教育亦

是另一重要場所，甚至孩童的教育其實更早在家庭

中進行，所以家庭教育和家庭社教化的角色不能忽

略。例如不同階層或家庭的策略，即如何投資在子

女教育上？這些不同資本怎樣分佈在不同階層或家

庭中？以及擁有的不同資本（文化、經濟、社會網

絡）如何互相轉化（Bourdieu, 1986）？唯本地在這

方面的研究仍非常薄弱。故我們應重點研究是不同

階層或家庭子女的教養模式，以及扶持（或抑壓）

子女入學、升學及輔助（或妨礙）子女學習和學業

的策略，一個先例是上文所述張妙清等有關三個社

區不同階層家庭教養模式的研究，結果發現顯著的

差異。又如何瑞珠（1998）提出在將來的家庭學校

合作研究中，應就不同形式的資本如何結合不同類

型的家長參與，並進而如何影響學生的成就來加以

探討。此外，還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本地居民也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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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系統，走進設施和師資較佳的私校系統。例如

近年國際學校成為本地專業人士、管理階層和回流

人士等中產階級的寵兒。這都值得作進一步關注和

研究。當然，本港的社會分層研究尚處於起步階段，

不同階層（階級）的經濟和文化特性、階級的構成

和傳承現象，仍有待發現和探討。 

 

其二、針對香港「分隔性精英主義」的教育制

度，是在探討名校之形成及良性循環機制的形成。

例如張志儉（Cheung, 1993）共調查了 3,480名中二

和中三學生、360名教師和 960名家長，探討在他們

心目中的名校概念，發現他們特別重視好紀律、學

習成績優異，及在公開比賽得獎為最重要因素，同

時，對名校這些概念大多來自他們的個人經驗、傳

聞及報章報導。但家長選校的機制和效應以及家長

的背景如何影響選校仍待進一步探討。又如馮新偉

（Fung, 1996）研究將軍澳區內家長替子女選擇中學

的情況，以及學校進行競爭時，如何從事推廣市場

工作，爭取「升 band」的情形。他發現家長替子女

選擇中學，仍以考慮師資、學生在校外紀律表現及

師生關係為主，而學校的市場策略和推廣工作則影

響不大。 

 

3. 語文作為文化資本  

語文的重要性，不獨在其作為重要的學習工

具，亦在其在香港社會的重要升學和就業價值。在

討論教育機會和學業成就時，我們不獨應注意在學

年期和學歷等級的差異，還要特別注意的課題便是

不同階層、背景或家庭的子女在語文成績或表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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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在香港社會「兩文三語」的獨特語境下，在

中英語文的同時學習上，以及在中文廣府話和普通

話的學習上，究竟不同社會背景的學生在學習語文

上的相對優勢和劣勢的差距又如何？37 語文作為一

種重要的學習工具和文化資本又怎樣進一步影響學

生的學業成績和成就，以至將來的社會成就？如前

述余少虹（Yu, 1995）曾利用 Bernstein 及 Bourdieu

的理論來探討香港社會階級和英文成績的關係。可

是我們對不同階級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仍所知甚微，

英語教學的情況及其對不同階級和性別的影響也值

得作進一步研究。 

4. 篩選現象和機制  

我們應當研究篩選現象和機制如派位制度、學

位分配政策、入學、選校、選擇科系等隱藏的不平

等因素。例如各階段（從幼稚園至大學）以至在各

層中較佳質素的學校和科系（如名校現象）的甄選

的方法和準則的研究，以及公開考試和各種測試工

具。學校在選拔學生時是否公開公平？抑或存在著

階級、性別、族群、宗教等的偏蔽？例如，篩選在

何時開始？最重要篩選的關口在哪裏等課題也迫切

地需要仔細探討。就學校在實現機會均等分配的角

色而言，雖然分流編班是多年來如此地普遍在中小

學實施，然而迄今仍甚少研究去分析其整體政策、

編班準則、機制和方法及對各方面的影響。此外，

即如普遍在中小學出現的按語文、學科和能力等的

分流政策，分流的機制、時間、緊度（rigidity），

以及不同分流的教育經驗和後果等等。我們對校內

不同組別的教育機會差異的情況、成因和影響仍所

知甚微，也尚待進一步的研究。 



 

46 
5. 在性別方面的教育不平等  

本地迄今的研究仍然集中在性別角色對學生在

認知能力的差異、對教育目的分別、自我概念、自

尊的不同，以至選科的影響，可是卻甚少探討有哪

些因素會影響性別角色的形成，以及形成性別角色

的過程。例如我們在研究性別角色的培養方面仍只

屬探索性質，而尚未有具體仔細分析家長父母和教

師學校在培養兒童和青少年性別角色的影響、因素

和機制。進一步的研究重點是性別角色的傳遞和接

收機制。例如雖然我們在教科書內容分析方面比較

豐富，可是卻未有具體地研究教師如何進行教學及

學生如何學習這些性別角色和性別偏見。又如男女

學生學科興趣差異的情況及成因，特別是男女生對

科學知識的興趣、對科學的興趣和態度、對科學科

（課）的興趣、科學態度、困難和感受的難易程度

等各方面差異、文理分科（組）差異、選科／選課

和科學志向，以友成績和成就。並揭示和探討如學

制（分校分班）、教學因素、課程內容、師生交往、

教師期望、教師性別、學科學習和活動經驗等因素

的影響（楊龍立，1996）。此外，我們雖然已經有

一些個案探討家庭和學校塑造女性性別角色的作用

（Chan, 1996; Wong, 1995），可是卻相對地忽視男

性性別角色和男性特質（masculinity）的建構過程和

機制。 

 

另外，又如敖恆宇（1990；敖恆宇等，1992）

曾提出的研究方向，就是男女生如何作出選科的抉

擇、他們的學習生活又如何？彼此出路又如何？我

們並應進一步了解性別角色及其他制度和組織因素

對學習過程和教育成果的影響。再者，學生的整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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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業過程，從醒覺、籌備、選擇到執行是如何？背

後的各種背景條件又是如何？當然影響個人教育途

徑選擇的因素有不少，其中包括學生本人的學習能

力、家庭因素及階級背景、學校背景和同儕交往等

等也須作進一步探討。38 

 

6. 探討教育政策和改革對教育機會分配的影轡和

含義  

近年本港推行了不少的教育政策和改革，如教

學語文政策 39、學生升學資助計劃 40、依語文，學

科和能力等的分流政策 41、課程改革 42、家長教師

合作計劃等等。43 教育政策固然有助長教育機會擴

張的一面，亦有增加教育不平等的一面，此外，政

策的內在矛盾、政策間的矛盾，以及政策和社會條

件的矛盾、政策的積極和消極面都需要深入探討，

仔細辨析，以探討其對教育機會分配的直接和間接

的深遠影響。 

 

7. 剖析教育機會不同層面的各個環節和關係  

教育機會（表現）具有累積性的特徵，故對學

生早期的教育劣勢尤需注意。有研究指出學生程度

的差異情況在小四開始變得顯著（香港中文大學教

育學院，1996；Yung, 1997），究竟是什麼因素導

致學生學習失效？故初等教育時期的差異情況尤需

急切研究。此外，我們也應當剖析教育機會不同層

面（從出身、入學機會、教育資源分配、參與教育

經驗或過程到教育結果及帶來的效果）這條鏈帶的

各個環節和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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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矯正研究方法上的偏頗  

香港在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橫斷面及相關

性的問卷調查，這裏無意掉入定質和定量分析孰優

孰劣的爭辯，可是就研究方向而言，過往研究仍集

中在一般情況或是變項間的關係。反之，仔細分析

卻仍甚為缺乏，且在研究方法方面則偏重在大規模

的問卷調查和統計分析，而缺乏個案研究和定質分

析。即使在定量方法上也偏向橫剖分析，欠缺真正

嚴謹的因果關係分析和縱貫的追蹤研究。例如家庭

和學校的影響力對個人成長在諸如自我觀、生活滿

足感、學業表現、越軌行為等各方面的重要性已被

多個研究證實，可惜卻並無仔細分析家庭和教室環

境的過程和影響，故我們對其機制仍不甚了解。也

許今後在研究方面，當在矯正在使用定量研究方法

上的偏頗，加強配合使用定質研究方法和分析，以

豐富對教育過程以及行動者的感受和意識的了解。 

 

八、結論：普及教育下的教育機會不均 

很明顯，儘管普及教育已經在香港實行了二十

多年，可是增加了的教育機會卻並未意味著教育機

會不均得以消弭或得到公平的分享。事實上，教育

制度內的不同環節，仍然存在著教育機會不均的情

況，特別是和階級、家庭背景、性別等因素息息相

關。雖然香港社會在中等程度的普及教育上已大致

達到入學上的教育機會均等，可是卻不等於我們便

應止於此，從而忽視在其他層面上的不均和不公平

的地方；以及更重要的，是教育質素上的不均情況，

可能更細微、更嚴重和更重要。 

 



 

49
回顧本地的研究，相比歐美地區以及台灣方

面，仍然非常零散和貧乏，今後本地教育研究的當

務之急，當在（一）、發掘和探討教育機會分配差

異的情況，即不論是入學機會、教育資源分配、教

育經驗、學業成績、教育成就，以及由教育成就帶

來的生活際遇等各方面不均的情況。（二）、剖析

造成這種差異的成因。以及（三）、剖析各項教育

政策和改革，探討其對教育機會分配的直接和間接

的深遠影響。如何藉著教育機會均等的理念和理想

去探討現實中教育機會不均不公的情況和成因，拓

深我們對這問題重要性和複雜性的認識和了解，進

而為減少不均不公的機會提供策略以促進社會公

義，將是教育學者的一大重任。當然，消弭教育機

會不均不公，是否便能促進更大的社會平等又是另

一個複雜的問題，而教育成就與社會地位的關係、

教育能否促進社會流動或促成社會階層化的延續也

是另外一些重要的問題，有待進一步的爭辯和探討。 

 

 

 

 

 

註 釋 
1. 社會學對教育機會不均的研究，可說是汗牛充

棟，入門可參看 Coleman（1990）、Foster（1996）、

Perrell（1979）、Tyler（1977）及 Riordan（1997）。

中文著作可參看楊瑩（ 1994）的介紹。有關地位

取得和社會流動在西方工業社會的主要模式和

研究發現，國際比較詳見 Husen（1975）、Shavit 

& Blossfeld（1993）、Erickson & Goldthorpe（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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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hida（1995）、Kurz & Muller（1987）及 Kerckhoff

（ 1976）。歐美地區研究概況，美國方面可見

Blau & Duncan（1967）、Coleman（1966）、Jencks

（1972）、Sewell（1976）、Sewell & Hauser（1980）。

英國則可見 Goldthorpe（1987）及 Halsey（1980）。

台灣方面研究總結，可見於楊瑩（1994），頁

145–212，393–397。  

2. 均等提供判準，作為比較不同群體教育機會的

差異。教育機會均等的研究，這當中涉及極繁

複的定義和方法論問題。例如「如何量度？」，

「量度和比較什麼？」，以及「如何分析和分

辨不同因素對教育果效的作用？」。而不同量

度標準和偏重也有極不同的意含。同時教育機

會分配和其他因素和背景條件如教育擴張、現

代化、教育改革、生命週期、勞動市場、社會

經濟情況等交纏在一起，也使判別工作十分困

難。  

3. 功能學派就績效制（meritocracy thesis）和成就

或公開社會（Achievement or Open Society）的論

點，可見 Treiman（1970）。而新馬克思主義者

就複制論的討論，可見 Cole（1988）及 Willis

（1977）。  

4. 限於篇幅，特殊教育或學校並未在本文討論之

列。有關這方面可參看劉廣玢（1993）及 Crawford

（1997）。  

5. 例如追求各層面教育機會的平等會有矛盾的地

方，而平等的理念也可能和其他價值（如自由、

公正、質素、效率等）相抵觸。故應該採取什



 

51
麼的判準並無定論。此外，什麼方面的平等？

從哪個觀點或何者來界定平等？追尋平等又是

為 了 什 麼 目 的 ？ 平 等 （ equality） 和 均 等

（ equity）、公正（justice）的關係又如何？應

該追尋什麼形式的平等？例如什麼樣的平等才

是合適的？又或是應該如何看待差異？什麼樣

的差異才是合理合適以至可欲的呢，哪些卻不

是？由此可見評價和判準問題的複雜性。此

外，推行平等政策也要顧及其他實際考慮。請

參看曾榮光（1988a）的概念分析及其對均等度

向和抉擇原則的討論。  

6. 若以發表的文章作為指標來衡量的話，按鍾宇

平等編（1990）和 ERlC 所紀錄，香港教育機會

分配的研究是一個被嚴重忽略的領域，特別是

自八十年代以來。關心香港教育機會分配的聲

音雖然微弱和零散，卻並非不存在。可是為何

在西方國家佔這麼重要地位，但在香港卻未能

成為主要議題，以及本地教育的論述的特徵，

值得進一步探討，請參看曾榮光（1997a）。本

地學者在引介方面，可見張德勝（ 1985）、曾榮

光（1985）、蔡寶瓊（1987）、何強星（刊行中）。

回顧近期情況可見 Choi（1992, 1995b）、Postiglione

（1997）及 Lee（1997）。  

7. Henderson（1963, 1967, 1968a, 1968b, 1973）。六十

年代的其他相關討論可見 Rowe（1966）、Hinton

（1967）、Simpson（1967）及 Shii（1970）。至

於戰後初期的情況，可參看 Sweeting（1993），

他討論了 1945至 54年間教育水平差異及學生的

社經背景和性別的影響。  



 

52 
8. 而 Hong Kong Centre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 

Technology（1973）早已指出有關雙元結構（官

津校相對私校）在質素上的不平等狀態，進而

形成兩類學生和教師分隔差距更大的情況，並

進一步各自發展成良性和惡性循環。最後並就

課程設計、科目分流問題、資助政策和學校改

革等課題多所倡議。另可見 Ng（1975）、Hinton

（1977）、Fung（1975）、Luk（1981）及陸鴻基

（1987）。而退學生中亦主要來自低收入階層以

及父母屬低教育程度者。  

9. 如何強星（1998），何氏比對曾榮光（1985）的

研究，比較六十、八十和九十年代本港大學新

生的家庭背景資料，便發現近年的新生，其來

自高社經地位家庭的比例較前增加。  

10. 見賀國強、周昇（1988）、賀國強（1989）、賀

國強編（ 1995），可以發現不同中學在歷史、設

施、開設的課外活動項目、家長會和校友會等

各方面有差異。林劍虹（1986）則討論了私校    

學生所面對的問題。並可見 Tse（ 1992），   

Chapter 4。  

11. 早年馮以浤（Fung, 1966, 1969）的研究顯示中五

學生參與課外活動的程度和其社經地位成正

比。近年的情況則可見馮以浤（ 1987, 1988, 1994）

及馮以浤等（1994）。  

12. Kemp（ 1993）的研究設計毛病甚多，也並未認

真處理大魚小塘效應（big fish little pond effect）

和內在或外在參照架構效應（ internal/external 

frame of reference effect）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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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見 Biggs（1990, 1992）及 Gow（1991）。這些文

章都分析了英語能力和學習方法的相關性。  

14. 至於雙語學習對語文學習和學業成績的影響，

回顧總結可見蕭炳基（1995）。  

15. 見 Griffin（1990）、鄭肇幀及黃毅英（1991）、

Wong（1992）。這些研究至少顯示即使不存在

直接關係，也有間接關係，家庭背景仍透過如

父母期望來影響學生期望、自我觀和學科成

績。當然，也有一些反例如鄭肇幀（ 1980）就中

學生數學學習的研究發現父親教育程度、職業

類別及居室大小並未對學習構成顯著影響，鄭

將之歸因為香港之特殊狀況，特別是選擇學生

制度。而何友暉（Ho, l979）研究了 1945名小四

至中五學生，卻發現即使控制其他多個變項，

父母教育程度未有和學生學習能力成顯著關

係。何解釋可能因為教育制度的篩選性以及考

試壓力的影響。  

16. 張國祥又分析了中六學生在學習科學的表現如

何受學校、教師和學習機會的影響。  

17. 至於有關中中和英中學生和不同學校考生在公

開考試成績的差異，可見陸鴻基和鄔健靈（1983）

其中表 12.2.1 中文中學會考及英文中學會考考

生／及格人數、表 12.3.1幾種中學之考生參加中

五會考之成績比較、表 12.4.4幾種中學之考生參

加高等程度會考之成績比較和表 12.5.3 幾種中

學之考生參加高等程度會考之成績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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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亦見 Tsang（1990）。  

19. 見 Lau（1989）、Lau & Wong（1992）、Wong, Wong, 

Lau, & Chan（1993）、Cheung, Yau, Au, & Ngai

（n.d.）。  

20. 相類似的研究亦見 Chan, M. K.（1996）。  

21見敖恆宇等（1992, pp. 96, 97, 99）。  

22. 詳見敖恆宇（1990）、Pearson（1990）、陸鴻基

（ 1991）、Chow（1991）、Mak（1992）、吳俊

雄等編（1993）、Choi（1995a, 1995b）及 Westwood 

et al.（1995）。  

23. 見 Choi（1995b, pp. 179, 181–184）。  

24. 亦見 Chan（1995）及 Chan et al.（1995）。  

25. 可參看如 Jackson & Marsden（1962）、Douglas

（1964）、Lewis（1971）及 Lareau（1987）等對

中產階級家庭優勢和低下階級家庭劣勢的分

析。  

26. 見 Rist（1970）、Nash（1973）、Eder（1981）、

Gamoran & Berends（1987）、Mehan（1992）及

Oakes（1991）。而 Cicourcel & Kitsuse（1963）這

書是運用現象學觀點來探討高中輔導人員如何

區分學生及其對學生以後生涯的影響的先驅之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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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亦見 Sweeting（1991），頁 39–81。  

28. 語文政策問題，Kvan（1969）早已指出雙語環

境卜的張力。並見 Cheng（1973）。有關以英語

作學習媒介的惡果，可見 Fu（1975）、Hinton

（1976）、Fu（1979, 1987）、Lord（1979）、Chan

（1981）、Johnson（1983, 1984）、Sir Randolph

（1985）、Cheng（1985）、Lord & Cheng（1987）、

Kwo &Bray（1987）、So（1988）、Lo（1988）及

Lee（ 1988）。至於近期有關中學生和家長對母

語教學的意見調查，可見香港青年協會

（1997b）。  

29. 見 Siu（1995, pp. 30–31）。語文學習對學習和學

業成績的研究多不勝數，一個總結可見蕭炳基

（1995）。這些研究已經痛陳英語教學的戕害，

指出大部分學生學習英語時碰到重大困難，結

果不獨耗損教學效能，亦分化各階層學習的優

劣勢，反過來強化社經背景和學業成就的關

係。其他代表作可見 Siu（1980）、Yu（1979）、

Pierson（1980）、Lo（1983）、雷庭蓀（1986）、

Yu & Atkinson（1988a, 1988b）及 Lo（1991a）。  

30. 可參曾榮光（1988a, 1988b, 1991, 1997a, 1997b）對

普及教育和精英主義教育的界定及香港自七十

年代以來普及主義和精英主義的矛盾和角力的

分析。有關香港實施強迫普及教育後在課程設

計發展的問題，見黃顯華（1997a, 1997b）特別

是有關普及和篩選教育課程的比較和師生教與

學本質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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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而 The Boys’ and Girls ’ Clubs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1994）的調查則發現大部分中小學生觀

感中的父母管教方式，以忽略型為主；而父母

管教方式又和父母教育程度有關，父母屬低教

育程度者，管教方式多為忽略型。此外，中小

學生觀感中的父母管教方式、父親的教育程

度、住屋種類和家庭狀況的完整性均影響學業

成績。  

 

32. 很多海外研究指出家長對學校的參與能改善學

生的教育表現，在本地，近年沈雪明和何瑞珠

也探討了不同模式的家庭和學校合作及家長對

學校的參與，可是仍須進一步研究影響家長參

與的各種因素，例如社經階層、種族和家庭結

構等。可參看 Shen（1995）、Ho（1995）、何瑞

珠（1998）的闡釋。  

 

33. 有系統的分析如 Luk & Yau（1988）、游黎麗玲

及陸鴻基（1988）、區潔珍（1993）、馬善芬（1991）。

何強星（Ho, 1996）就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中學

經公科教科書的比較分析則顯示新版本仍然存

在嚴重的性別偏見（ sexism）和對女性的性別定

型。而何偉傑等（ 1997）也發現近年的小學中文

科課本仍然描述和提倡傳統的「男主外、女主

內」的父母親形象。  

 

34. 可把教育機會依不同層次、不同層面和不同領

域的成因列成三維矩陣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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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在解釋成因的一個理論的突破是Gambetta

（1988）。他從教育決策過程出發，調和整合了

結構和行動者的能動性雙重因素。至於學校和

勞動市場或教育和經濟的關係，從學校到工作

的過程，教育和職業的關係，當中涉及的聘任

和篩選程序、教育和勞動條件及報酬的關係，

仍是教育和社會分層研究的未解之謎。教育的

位份和所起的作用，教育和成就取得的關係，

尚需進一步的細微探討。例如詮釋教育在成就

取得所起的作用，究竟是教育提高了生產力，

抑 或 只 是 發 揮 學 歷 認 可 化 的 作 用

（credentialization）？當中的機制和因果關係尚

待解析。  

 

35. 見 CSD, Hong Kong Government（1996）、香港小

童群益會（ 1996）。顯示內地新栘民學童面對升

學問題，例如尋找學校、面臨原級重讀或降級

入學機會
資源
教育經驗

教育結果
效果

高等

中等

初等

學前

教育制度 
學校 

家庭／階級 

層面  

層次  

成因  

群體的差異（階級、社
經地位、性別、移民、
學能、家庭的完整性等
等） 



 

58 
就讀的安排。學業方面也出現重大壓力，特別

是在學習英文上有困難。此外，他們父母的社

經地位較低，家庭經濟也是他們另一重人壓力

來源。至於低組別的學生等在學習上的困難，

可見 Final report of the working group on support 

services for schools with band 5 students, June 

1993。  

 

36. 可參曾榮光（1985）及何強星（1998）就六十、

八十和九十年代本港大學新生的家庭背景資料

的比較。  

 

37. 中文教育可見 Merill（1986）、Kwo（1987, 1989, 

1992）、Yu（1987）、Chan（1987）及陳志誠（1987）。 

 

38. 參敖恆宇等（1992）、黃錦樟（1987）。歐陽黎

汝穎（Au-yeung, 1980）的研究發現大部分中二

學生沒有對偏好的職業有定型的知識，而他們

擁有的有關職業的知識也沒有隨性別或學校類

型而有顯著差異，趙袁煥儀（Chiu, 1991）則調

查了兩所中學共 158名中六學生，分析他們擇業

時考慮的因素。  

 

39. 有 關 語 文 教 學 近 期 討 論 則 可 見 Cummins

（1989）、Yau（1989, 1990）、Bickley（1990）、

Biggs（1990）、Lewkowicz（1990）、Shek（1991）、

Chan（1991）、Lo（1991b）、Chan & Pierson（1992）、

Tung（1992）、Lee（1993）、Johnson（1994）、

Boyle（1995）、Lin（1996）及 Pennycook（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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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見曾榮光（ 1988a, 1988b）的批判及鍾宇平等

（1988）就直資計劃的討論。此外，李靜君和張

德勝（Lee & Cheung, 1988）也提到直資計劃的提

議涉及有關公平、教育機會均等和精英主義的

爭論。大專生資助計劃方面，則可見Ma & Chow

（1992）。  

 

41. 有關語文分流政策問題的討論及批評，可見《社

聯季刊》第 196期專輯及 The Linguistic Society of 

Hong Kong（1992）。Bruce（1991）則討論了語

文分流政策對教育機會平等的啟示。  

 

42. 如校本課程、通達學習法（Mastery Learning 

Programme）、目標為本課程（Target Oriented 

Curriculum）、共同核心課程的設計取向等，這

些都不單純是課程設計問題，而是有其更深的

社會和政治意含。可參黃顯華編（1997a）第三

和四章。這些政策對哪些群體的學生有利或不

利呢？能否減少抑或倒過來增加教育機會上的

不均呢？課程改革如通達學習法能使哪些學生

受惠呢？見 Lai & Biggs（1994）。  

 

43. 近年的一些良性改革，如支援第五組別學生和

在職先開辦預科課程來銜接大學，使職先學生

有更廣闊的升學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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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A Review 

 

TSE Kwan-choi 

(Abstract) 

The issue of 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in terms 
of its relevance to social justice, openness of a society, 
and citizenship, is significant to both politics, educational 
policy and academic discussion. While most people in 
Hong Kong ascertain the achievement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9-year free and universal education and 
quest for quality education, the reality of inequality under 
universal education is largely ignored. 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has never been a central concern 
put on the agenda of both policy and academic circles. 

In the light of some existing sources and previous studies, 
this paper aims to review the situation of differential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in Hong Kong and some related 
studies. Despi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universal 
education for nearly twenty years, an increase in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did not result in an equal 
sharing of the opportunities or a reduction of inequality. 
In fact, differences and inequalities along different levels 
of school still persist in the current Hong Kong 
educational system, which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factors like class, family background, gender and the like. 

A review of local educational studies shows that they are 
still very impoverished and fragmentary, when compared 
with those studies conducted in Europe, America and 
Taiwan. It is urged that local studies in future should 
target the following issues: (1) exploring the situation of 
different distribution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2) 
inquiring the causes of these differences; and (3) 
analyzing various educational reforms and policies a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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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explicating their direct and indirect long-lasting 
influences on the distribution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A great responsibility of scholars in 
education is to explore the causes and situation of the 
differences and inequalities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with regard to the notion of 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identifying and eliminating the social barriers, 
and in turn towards a reduction of differences and 
inequalities of opportunities and a promotion of social 
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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